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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法体系化上看物权行为之独立性 

赖银标

    目录 

     

    一、体系化是民法的特点之一，是法学发达的体现。 

    

    二、在体系上，《德国民法典》是结构精密逻辑严谨的典范。 

    《德国民法典》特点： 

    1、物、债二分； 

    2、民法总则的建立。 

    

    三、物权行为之独立是民法体系化的需要，也是体系化的结果-----物权行为是法律行为制度在物权

法领域的体现―――在物、债二分的体系下，若不承认物权行为之独立性，则否认了法律行为之抽象之一

般适用性，从而便否认了民法总则之存在价值。 

    1．从物、债二分的体系下合乎逻辑地发掘出了独立之物权行为。 

    2．从物权法上看，物权行为之独立合乎经济现实的客观要求，更是彰显出民法以私权神圣意思自治

为追求的性格。 

    3．从民法物、债二分之体系化上看，物权行为之独立是必须的-----物权行为之独立是法律行为得以

立于总则的前提，也是民法总则赖以独自成编的基础。 

     

     

    内容提要 

     

    体系化以法典化为表征，因体系化之价值与大陆法系抽象逻辑思维之法文化传统尤为契合，从而为其

学者所孜孜追求而不倦。诸法典中，《德国民法典》以其高超的法典编纂技术水平获得极高的声誉，影响

波及全世界，为形成该法典提供理论支撑的德国法学也凸显了其丰富成熟的理论和精密严谨的体系。《德

国民法典》在体系化上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大陆法系民法发展的颠峰。它开创了总分则的五编制体例，尤

以“物、债二分”之理论抽象以及由推导出的 “总则成编”之立法技术著称于世。 

    在这样一个精密的体系下，合乎逻辑地诞生了物权行为理论。其内容之一便是物权行为这独立性（亦

称分离原则）。本文试图通过以上过程的探究，揭示说明物权行为之独立性既是物权法源于生活现实交易

和谐的需要，也是物、债二分体系下之民法总则赖以建立的根源，更是整个民法体系得以贯通圆满的前

提。用王泽鉴先生的话说，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是民法的“任督二脉”，“必须打通，始通登入民法的殿

堂”。 

    

     

       

    一、体系化是民法的特点之一，是法学发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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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民法的概念、规则、原则编织、组合为一有机整体，便是民法体系化的问题。民法体系化要求

对散乱的、众多的、杂而无序的各种法的构成要素加以辩识、区分、归类和整合；将性质相似的规范集于

一上位概念之下，形成若干规范群，于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研究规范群之间的联系，并运用一定的逻辑

方法对其加以构建和整合——形成概念明晰，逻辑严密的严谨体系。 

    

    民法体系化产生于市民生活繁杂琐碎的调整之客观要求，也是法学探研的成果。在体系化的历史进程

中，法律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学从逻辑角度分析现实，从价值角度解剖规范，探索规范与规范间的

联系，研究如何精确地反映现实并体现在法的结构中来。正是，民法体系化反映了法学的进程；体系化程

度之浅深，便反映了法学理论研究之浅深。 

    

    为何体系化为大陆法所追求？张俊浩先生言：“体系的功能，在于用和平的可以理解的方式把孕育和

养育它的那个社会所肯认的正义，实现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之中。”具体而言，体系化有利于民法价值的储

存与贯彻，使法律规范位阶分明以增强法之可操作性，并可避免规范之间重复与矛盾，实现法律和谐的目

标。[①]正所谓，体系化的价值，融合于大陆法系抽象思维归纳推理的传统，表彰于法典之构造的努力。 

     

     

    二、在体系上，《德国民法典》是结构精密逻辑严谨的典范 

     

    如前所述，体系化为大陆法学者所孜孜追求，其直接的成果便是制定法的最高层次体现——法典化，

法典化，便是体系化，即依一定框架将各种制度构筑成一个体系，形成科学的上下位阶的规范组合。 

    

    追求体系化法典化，正如前所述，与法律文化紧密相关[②]，和法学研究水平相互依存[③]。学说体

系和立法体系两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自罗马法以来，即是如此，罗马人历经千余年努力，形成了《法学

阶梯》、《学说汇纂》、《新律》、《优士丁尼法典》共同构成的《民法大全》。其中《法学阶梯》成为

“创造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市民社会法典”（马克思语）的基础。而源于《学说汇纂》

（pandecate）的“潘德克吞法学”，则催生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在理论源流基础方面，《德国

民法典》就比《法国民法典》远为复杂[④]。 

    

    凝聚了百十年法学发展和法典编纂所积累的经验和成就，《德国民法典》终于诞生了，它问世以后，

赞美欣赏其体系的人对之推崇备至。英国法学家梅特兰说，《德国民法典》在共生效之时是当时世界上最

好的法典。[⑤]它达到了相当高的法典编纂水平。法典之概念之准确、逻辑之严谨，体系之精密，曾使多

少民法追随者研究者为之倾倒。张俊浩言：“能够在体系上引以为荣者当推德国模式”[⑥]，并说“严格

说来，只有当‘总则’这一立法技术臻于成熟，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才算完成。”[⑦]  谢怀栻在其《大陆

法系民法典研究》一文中则主张“就发展我国民法学的研究、建立我国的民法体系说，我们必须着重去研

究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在体系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其五编制结构。张俊浩先生认为，之所以“能够在体系上引以

为荣者当推德国模式”是因为，“该模式不仅区分了物权与债权，而且归纳出了作为各部分适用前提的总

则”[⑧]。《德国民法典》打破了从罗马法中的《法学阶梯》到《法国民法典》一直把民法划分为“人

法”、“物法”的传统，把债法独立成编，与物权法并列，而且建立了“体系化的法律行为制度”“作为

蕴涵契约和其他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合法行为的一般概念，”“使之成为贯彻意思自治理念的锐利武器。

[⑨]” 

    德国民法典采“总则”“债法”“物法”“亲属”“继承”五编制，是“体大思精”的潘德克吞法学

派的产物[⑩]。之所以采用五编，也是基于以下三项不同的原则[11]：亲属和继承互相独立、债法和物法

互相严格区分、总则的建立。 

    

    在此只就“物、债二分”和总则建立略加讨论。 

     

    （一）物、债二分 

    决定物、债二分的原则，则具有较强的法律艺术性。这就是基于对权利（法律关系）这个抽象概念的

性质的辨别和认识。 

    

    法律关系在于其对一部分现实性的撷取，并课以法律规范的调整[12]。其内容首先就是作为私法核心

概念的权利。权利，是对法律调整的生活型态的最后抽象，是法律制度创造的产物。（虽然人们承认存在

着实定法以外的权利，亦即某些权利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规范界定，但是权利的具体内容却总是体现于实定

法之中）权利反映了现实，现实之交易繁杂的存在形式，也就能影响权利之多样化。 

    



    这增加了对权利类型划分认识的难度，法制史发展表明，在十九世纪以前，法学家们把契约法看作是

“物权法”的附庸，这体现在《法国民法典》便是债的关系是作为取得财产的一种“方法”而存在的，债

法在法国民法典中并设有独立的地位。到了德国民法典，以抽象为能事的法学家们认识到，买卖、租贷中

一方对另一方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权利，与物之所有权人对所有物享有的权利以及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性质

上是不同的——前者系相对性权利，此种权利仅仅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发生效力，要求该特定人为一定作为

或不作为；而后者则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发生效力，即任何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系绝对权、对世权。

[13]这样，《德国民法典》从对法律关系及权利的性质的区分出发，把财产法领域区分为互相独立的债法

和物法。即第二编处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场合下，保护当事人免受第三人的侵犯只是作为

例外规定（积极侵害债权）。第三编则规定了所有权以及他物权，对这些权利的侵犯，都可能发生侵权法

上的责任。此编中的物权，尤其是所有权，权利主体有权排除任何他人对其物之归属的干扰。两种权利性

质之泾谓分明之区别，“此乃民法于债编之外，另设物权编的理由”[14]，“民法典第二编和第三编的分

立，正是以这一差异为基础的。”[15] 

    

    物债二分的体例也就产生了债权、物权两个清晰的概念，而这一些区分在《法国民法典》是不十分清

楚的。[16]同样，后面会论述到《德国民法典》基于体系化的需要，创设了的“物权行为”，这在《法国

民法典》上也是没有的。 

    

    德国与拉仑兹（Larenz）共负盛名的民法学大家弗卢梅（Flumei)认为，德国民法典编纂的体系特点

并不是五编制，也不是法典的开始设置总则编，而是对物法、债法的截然二分。[17] 

    

    2、民法总则的建立。 

    

    从逻辑上讲，任何内容要能够放在一起加以规定，大概是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是有联系的。否则，凭什么把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呢？所以，这些共通的东西的存在，是民法典之所以能

建立的从逻辑上讲的原因——也就是说，总则是应当有的，否则，民法就不是一个整体。因而张俊浩先生

说，“只有当“总则”这一立法技术于成熟，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才算完成。”[18] 

    

    通过总则、分则这一贯连的阐述，使得民法各制度规范在逻辑上严谨，在内容上周详，使研究者顿生

敬畏之情，对法典环环相因之建造而叹为观止。体现了德意志法系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水平和民法学研究

水平，从而与《法国民法典》并肩而立。[19] 

    

    建立总则，则要求对法律生活的高度抽象。而《德国民法典》得以建立总则，应归功于法律行为的创

立。梅迪库斯说：“总则编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意义最大”。[20]王泽鉴说，“民法总则是建立在权利和

法律行为这两个基本核心概念上，”[21]而权利之行使亦即法律行为等行为内容。如果缺乏法律行为制度

对总则的支持，总则也就没有足够理由独立成编。因为，总则中权利主体和权利自身是无法支撑总则的—

—正如《瑞士民法典》一样，权利主体可以放在“人格法”中规定，权利则可以通过各编予以分别规定。

总之，法律行为对于总则应具有建构性的意义。特别是在我国激烈地争论着“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民法学

中。 

    

    总则之所以是总则，是因为总则应当包括那些适用于诸编的共通的一般性的规则，亦即总则包含的是

某种程度上被提取和抽象的一般性内容。 

    

    这样，要建立总则，就要求立法技术水平达到相当的程度。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立法技术要求

立法者对法律材料做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就法律行为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不论是买卖、租赁、借贷，

还是所有权移转合意，抵押权设定合意，抑或是婚约、收养协议，抑或是所有权抛弃、债务免除、遗嘱、

悬赏广告，这些形形色色种类各异的行为，其共通之处正是人们是通过这些途径来依据其愿望去改变自身

法律状态，以希望发生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表示为要素而达到其希望之效果的法律要件。这种法律要件被抽

象出来，成为各种表示行为中依意思自治效果自主而生效的那一类行为的代称，即法律行为。如此的辩别

认识过程，对立法技术的要求显然非常高，正如前所述，这样也就促成了法学的发达。反过来说，缺少法

学学说的支持，立法者是难以达到这等抽象水平的。 

    

    法学对社会关系的高度抽象，造就了精深的为后世、他国传送称道的德国民法。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民法总则的建立也是很大程度上以物债二分为前提的。 

    

    所以，总起来说，从根本上看德国民法典的特点是物债二分，而民法总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建立

起来的。 

     



    

    三、物权行为之独立，是民法体系化的需要，也是民法体系化的结果。 

    

    ——物权行为是法律行为制度在物权法领域的体现 

     

    在物、债二分的体系下，若不承认物权行为之独立性，则否认了法律行为之抽象之一般适用性，从而

就否认了民法总则之存在价值。 

    

    1、独立之物权行为是物权与债权二分体系下合乎逻辑地推导的必然结果。 

    

    物、债二分是德国法的特色，物权行为之独立也是德国法的特色。德国法学惯于把现实社会生活事实

分析解剖，并以此为能事而著称于世界，他们热衷于规范的体系化逻辑化研究，潜心致力于准确的法学思

考和准确的表达，物权行为理论之诞生可以非常好地成为这一点癖好的佐证。[22] 

    

    物权行为理论的起源，依据学者的观点，[23]可以追溯中世纪的德国“普通法法学”。在其作为司法

参考的《实用法律汇编》中，提出，所有权的有效移转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名义”，另一个是“形

式”。所谓“名义”，即当事人为所有权的移转而建立的法律关系，如“买卖”等，也即所有权移转的原

因。而“形式”，则是物的“交付”或其替代交付行为。可见，此书已经明确地区分了所有权移转的原因

和所有权移转是两个不同的事实。 

    然后，似乎一般也认为，物权合同是“一位学者的发现-----这位学者爱追求结构，有将法源整合为

一个完全没有法律漏洞的整体的特殊能力。他知道在施展这一能力的过程中，在实现体系化的过程中，必

须删除那些与整体不相符的法源。这位学者即萨维尼，他就法源基础而言不拘细节创立了这一学说。此学

说使德国人确信存在物权合同。萨维尼仅凭他一人实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他的方法（通过结构使法成为

没有漏洞的整体）是那个时代（１９世纪）法学的榜样。”[24] 

    

    但是，雅科布斯在其《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中指出，将创建物权合同学说的功劳归于萨维

尼一人的做法不太正确.在建立物权合同理论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说“是胡果‘逆时代潮流’,完成了主

要工作,而萨维尼则在胡果认识到当时潮流发展的绝境后,为潮流向新方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如果有人看

到了这一点,那么现在就不会认为应从胡果之前考察物权合同理论,也许可以从萨维尼之前开始考察,但绝

不应从胡果之前开始.”。“没有人能比胡果对法所产生的影响更卓越，更持久。例如,……尤其是他对

《法学阶梯》的法学体系的第二部分的意见，认为应该在这部分中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与有关对人的

债法。……胡果就‘将不涉及家庭关系和继承关系的物上权利与债权完全分开’……１８１２年，……得

出结论……认为债应该于私法的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随着债法与物法的分离，在有关完善法的

体系的论文发表两个月后，胡果基于这一罗马法精神，在上文提到过的那篇有关（合法）各义加取得形式

理论的文章中论述到：由于物法和债法分离，所以在所有权取得形式中不包括债的关系，尤其不包括买

卖……。……不再将债作为所有权取得的原因是分离物权和债权的手段，由此债权请求权被排除出所有权

转让的要件。”[25] 

    

    此后，在广泛采取法律行为概念的德国法学研究较成熟的情况下，在胡果已经开辟但没能最终完善的

理论基础上，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继续准确思考，提出了物权行为概念。他指出，履行买卖之“交付”，并

非简单地就是履行意义上的事实行为而已，而是一个独立的特别的“物权契约（物权合意）”，该物权契

约以直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显然不同于以给付行为目标的债权契约。 

    

    萨维尼在其《现代罗马法体系》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法律制度下都可以

产生契约，……在债法中……被称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契约也广泛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

正的契约，因这具有契约合意的内有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该

认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合被忽略了，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务契约区分开来。……比如一幢

房屋买卖，人们在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人们却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个契

约，而且是一个与买卖完全不同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交。[26] 

    

    按照萨维尼创设的（发掘的）物权行为独立的主张，交付是一个独立的契约，它以独立于基础的债权

契约的意思表示为意思表示，并以移转占有即交付为外在形式。物权契约上的意思表法与债上以请求为一

定给付的意思表示不同，当事人所形成的物权契约就是要直接地完成物权变动——创设、变更、移转、消

灭。并且，此物权契约以公示为要件，即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动立物权变动须移转占有（交付）。 

    

    萨维尼及其他学者提出物权行为之概念，并被《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接受，由此成为“德意志法系的

特征”。[27]物权行为不仅包括上述的物权契约，还包括物权单方行为，如所有权抛弃。财产只有人分割

共有之财产的行为，也是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即可作为物权行为之一种。 



    

    从上述历史发生可以看出，物权行为之发掘，是在物债二分和法律行为被抽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

一过程的完成。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也是合乎逻辑的——确切的说，是抽象的准确思考的结果。正如雅科布

斯在上揭著作中提到，“如果我们按照罗马法法源中债的概念去理解债，不需添加其他法则，只要再加上

理智的引导，我们就会发现物权合同，发现所有权取得行为与法律基础合意是互相分离的。”[28] 

    

     2、从物权法内部看，物权行为之独立是合理的，尤其符合民法以私权神圣意思自治为追求的性格。 

    

    以买卖为例，以科学之法理，买卖的本质是财产所有权的有偿的移转，而不是简单的买卖标的物的实

物转移[29]。因此，买卖标的物的转移和财产所有权的移转是两个不同的事实。总之，占有的变化并不等

同于物权的变动，那么法律就有必要区分这两者的性质，为所有权的移转确定一个明确的法律方式。“这

就是把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作明确区分的根本原因。”[30] 

    

    物权行为之独立，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最负盛名的要数德国日耳曼学者基尔克的“手套说”），

但这些所指的情形都是“即时交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交易呈现出的大概都是非即时交

易——订立买卖契约和交付、移转等级之间存在时间差。法学先辈谢老指出：“我不赞成关于物权行为的

两种观点。（其中——笔者注）一种是认为物权行为纯粹是主观的构思，现有现实基础。这种观点过于极

端了，实际上任何法律制度不可能是由法学家构想出来的，它总是有现实基础的。把一个买卖行为分为三

个行为，即一个债权行为，两个物权行为，在现货交易中，我们可能觉得这是法学家的构思，不现实。但

是在一个远期的复杂交易中，是可以划分为三个行为的。比如购买波音飞机，几年后才交货，在现代社会

里，很多交易都是这样的。在这些交易中，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不同的行为。”[31] 

    

    承认物权行为之独立，不但是基于上述实践的理由，而且体现了民法尊重个人意思自治的理念。李永

军老师在其《合同法原理》“自序”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自由

中的平等观，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的话来说，贯彻了自然法思想，但契约自由所体现的人文主义色彩却

往往被人所忽视，特别在我国尤其如此，契约自由的核心是：任何人只能被他所同意的义务所约束。这就

体现了契约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对人之尊严的尊重和保护。”“如果一种义务不是来源于当事人自

由之意思，它就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法律无法规范人的思想，（当然，也不允许），但

法律可以通过设定行为的可能途径间接地规范人之外部化的行为——从而影响行为时的思想。洛克言，

“法律的目的在于扩大自由”，[32]而不是限制自由，体现于民法，即为私法应当自治，民法设置的规范

应尽可能地为人之行为扩充行为自由的可能性。私法上的法律约束力，也只能源于当事人自由之思想、独

立之意志——否则，便可能颠覆本质之私法自治的追求。 

    

    在这方面讲，物权法上效果之发生，得依物权行为而发生，而非基于或许作为物权行为的某一债务行

为，即物权行为之独立，能够契合私法自治的目标——当事人意欲何为，究为债法负担，抑为物法上处

分，自由地任当事人意思去自主决定。这便是私法上私人之行为在自己责任的前提下，是不需要出示理由

的题中之义。[33]犹如，二重买卖，即使依先前的买卖债务契约，甲对乙负移转所有权之义务（行为义

务），但在丙愿以比乙更优的条件与甲缔结针对同一物三买卖契约时，甲仍可再次与丙成立相同之债权行

为。至于甲最终将该物移转于谁所有，则应尊重并依从甲之间自治之意思——此时物权变动行为便是物权

行为——如此，物权行为之独立，赋予了甲以另一意思自治空间，这难道不比无物权行为可资依从，更能

体现私法自治之精神吗？ 

    

    同理，物权行为之独立理论为“种类物买卖”和“将来物买卖”提供了合理的法学解释和法律关系构

造。在债务客体还没有具体加以确定，或者它不在债务人那里的情况下，对负担性的债务行为之自动履行

就必然会落空，即，这些情形下，仅仅订立买卖合同还不足以使所有权发生直接移转之物法效果。要达到

此效果，尚需另一独立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物权行为[34]。所以，梅迪库斯在其《德国民法总论》

中说，“在种类之债和金钱之债，债务人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客体负有义务，因此，也无法径直对特定客体

的权利内容进行变更（如移转所有权）；在将来的购备之债、债务人虽然可以特定的客体承担义务，但是

在该客体属于债务之前，债务人和债权人不得以订立合同的形式，在没有权利人参与的情况下侵夺该权利

人的权利。……所以，德国民法典采纳需订立独立的处分合同的主张，即采纳分离原则（物权行为独立原

则，笔者注），至少是站得住脚的，或许还是应优先加以选择的。”[35]他还指出，“分离原则的优点是

明显的。它允许当事人对负担行为的效果以及处分行为的效果规定不同的条件。 ……分离原则使当事人

有可能约定这种内容以及作出其他有意义的约定。”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应该的目的，依此，使得当事人能够通过如此的法学构思达到效益最大化的追

求-——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得其乐。若引进经济分析法学观点主张的效率违约，似乎在很大意义

上，物权行为之独立，也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两个行为分别依其生效要件决定其效力，从而给

以当事人挑选最佳交易对方的机会——一物二卖甚至多卖是被允许的。 



    

    物权行为独立性，如上所述，在物权法上物权变动依当事人自主意思决定上，估现了私法自治的追

求。它也为特殊的债之关系下物权变动提供了合理的法律关系构造。而提供合理的法律框架建构正是法学

研究的任务。 

    

    此外，一般而言，主张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学者还主以物权法内部公示公信原则和善意取得等制度之衔

接为论据，对不承认物权行为的观点进行反驳。李永军老师在其《我国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一文

中，以“物权行为贯彻于物权法制度始终，把物权移转、物权变动之公示公信、善意取得制度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为基本观点，阐述了物权行为在物权法内部是不可否认地应当存在，否则，“将使物权公示公信

制度失去意义”，使善意无从推定，使物权变动法律关系混乱，从而“使整个物权法制度不论在体系上还

是在逻辑都将陷入混乱。”[36] 

    

    物权法与债法分立，这“物债二分”是从法律关系和权利的性质上出发的，已如前所述。从而，不承

认物权行为，也就会难以解释法律上“抵押权设定”的特别要求。显然，“限制物权的设立契约是创设物

权的行为，将物权创设出来，必须根据物权法的原则：公示公信原则、物权法定原则。而不能根据债权法

中的契约自由原则，即根本不可能把创设物权的契约归纳为债法上的合同行为，并且登记的合同规范予以

调整。”[37] 

    

    3、从民法体系化上看，物权行为之独立是必须的。 

    

    物权行为之独立是法律行为得以立于总则的前提，也是民法总则赖以独自成编的基础。 

    如前所述，民法总则被抽象成“公因式”一般性规范，是《德国民法典》的一大特色。总则之所以是

总则，正是因为其具备的彻底的抽象共通性。《德国民法典》因其五编制，尤其是民法总则的建立，赢得

了彻底体系化的长处，在体系化和逻辑化的观点看当然是合理的。[38] 

    

    在认识到《德国民法典》这点长处后，学界通说认为我国民法典应是德国式。[39]既然如此，置于这

个体系化下的前提，重新审视物权行为应否独立时，答案便全不言而喻了。 

    正如前所述，民法总则的建立靠的是法律行为制度的支持，缺了这个核心，民法总则将无从建立。而

法律行为是作为总则的核心，共前提正是法律行为具有一般适用性——在民法诸编中都可以找到其适用的

空间。在债法物法相互独立相互平等的体系下，既然债法上存在发生债法效果的债务行为——债权契约，

那么，依逻辑推理，在物法上也应存在直接发生物法效果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不承认物权法领域存

在物权行为，那“法律行为”何以成为总则规范的法律行为呢？ 

    

    所以，法律行为作总则之一部是作为被提取和抽象的一般性内容被汇总到了总则中来。从被提取和抽

象的过程反过来去考察，我们会发现债务行为（债权行为）是法律行为在债法中的体现。亲属法上的收养

行、继承法上遗嘱行为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我们知道，在亲属，继承领域，真正能任由当事人依其意

思表示而发生其意欲之私法效果的法律行为空间实属罕见。这些领域基本上是法定的强行性规范。[40]因

此，对这两个领域的法律上的行为进行抽象概括并无多大意义。所以，作为法律行为被提取和抽象的支柱

主要是物、债二分的领域。 

    由此的推论便是：如果否认物法上存在物权行为，仅仅依靠债法上债权行为，则显然不足以使法律行

为上升为总则规范。即仅仅有债法上意思表示合致的制度将难以说明为什么还非得另设一法律行为作为其

上位概念不可。若是如此，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法律行为制度并无多大意义——亲属、继承上的意思自

治行为太少，可以不加讨论而债法领域有契约制度也就足够了解。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法国民法典》中

就没有法律行为之说，英美法系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对债权概念的创设及其制度的建立，并没有什么意

义，因为合同中关于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已经能够解决该概念及其制度要解决的所有问题。[41] 

    

    所以，在体系化上说，不承认物权行为将无法自圆其说，不承认物权行为也就滞认了法律行为制度的

价值，从而也就否认了民法总则的价值。 

    

    

    结论： 

     

    物权行为理论与整个民法体系紧密相联。在物、债二分和民法总则统领诸编的体系下——法律行为作

为总则之核心，理应具有抽象之一般适用的“公因式”特征，既然债法涵盖不了物法，既然债法中存在债

权行为，那么，在物法中也应存在直接发生物法效果的行为：物权行为——物权行为之独立性是难以否认

的。正如王泽鉴先生在其《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书说，“法律行为上最重要的分类是负担行为及处分

行为，二者贯穿整个民法，可称为民法的任督二脉，必须打通，始能登入民法的殿堂。……负担行为，

……亦称债务行为或债权行为，……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42] 



    

    由此可见，为祖国大陆民法学者所尊敬的著名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把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称为“民法的

任督二脉”，说明了物权行为独立存在之价值之大，绝不亚于债权行为。因此，从民法体系化上看，物权

行为之独立是必然的结果，承认之乃大势所趋，尤其在我们认为应采德国民法体系的我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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